
 

日本军队歌曲《元寇》 

与甲午战争日军精神动员 

谷惠萍 张雨轩 

内容提要 元朝时忽必烈曾派大军东征 日本，日本吏书称之为“蒙古袭来”或“元 

寇”。明治以后，这一历史事件被作为凝聚和弘扬 日本民族精神的上好素材广泛宣扬。 

甲午战争前，一首名为《元寇》的军队歌曲在 日本民间自发组织的“元寇纪念碑建设运动” 

中产生。该歌曲以国家主义为核心思想，用“蒙元”隐喻“满清”，以“国难”激发士气，并 

通过鼓吹武士道和国家神道对士兵进行洗脑。其歌词体现了对民族主义史学家赖山阳汉 

诗《蒙古来》的继承和超越，特别是代表复仇的“仇讨说”完美地充当了粉饰 日本对华侵略 

的借口。《元寇》作为日本军歌史上最有名的作品之一影响深远，是 日本“元寇”题材民族 

主义文艺创作的先声，也是民间右翼、军乐队员、社会大众等各界积极“协力”侵略战争的 

重要史证。 

关键词 日本军队歌曲 《元寇》 甲午战争 国家主义 《蒙古来》 

1981年，日本福冈市箱崎宫建起了一座“元寇歌曲碑”。碑的上段是五线谱，下段为歌词，内容 

是明治期间的一首军歌《元寇》。其说明为：“我们的祖先在博多湾海岸一带修筑了防垒，向神佛祈 

愿敌国降服等，举国防卫加上神佛加护，挫败了[敌人]征服日本的野心。为赞颂祖先团结一心、感 

谢我们能有今日，也为了把陆军军乐队员永井建子九十年前作词作曲的歌曲《元寇》长久保存下 

来，‘日本唱歌保存爱唱会’特在与元寇缘深的箱崎宫境内设立此碑。”实际上，被 日本隆重纪念、取 

材于元军征 日事件①的这首军歌，“是日本军歌史上最有名的作品之一”②，不仅开其“元寇”题材民 

族主义文艺创作之先声，也是 日本民间右翼、军乐队员、社会大众等各界积极“协力”侵略战争的重 

要史证。此曲战后仍出现在《啊，海军》等影视作品中，是陆上自卫队干部候补生学校的队歌，歌碑 

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⋯ 东方学’体系建构与中国的东方学研究”(14DB083)的阶段成果之一。 

① 发生在 1274年和 1281年的两次忽必烈 东征在 日本依年号分别称为“文永之役”“弘安之役”，统称“蒙古袭来”或“元 

寇”。但与中性词汇“蒙古袭来”不同，“元寇”一词是在江户时期民族主义者德川光国编撰的史书《大日本史》中首次出现，之后伴 

随日本近代的侵略扩张其使用频率远超“蒙古袭来”，因此“元寇”是具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词汇。战后“蒙古袭来”成为日本史 

学界的通称，但“元寇”的使用并未消失。本文的“元寇”一词主要作为军歌名或引用出现，作为历史事件表述时主要使用“蒙古 

袭来” 

② 太田弘毅编著『元寇役 回颜 ：言己念碑建设史料』(以下简称『元寇役 回颜』)、锦正社、2009年、201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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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建立更使其成为长期助长日本极右民族主义情绪的文艺武器。遗憾的是，它一直未被作为个案 

为国内学界所关注。① 

一

、 军歌《元寇》产生的历史语境 

1867年，明治天皇登基伊始即在《天皇御笔信》中宣称“开拓万里波涛，宣布国威于四方”②，蓄 

意向海外扩张。1887年，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所谓“清国征讨策略”，对外战争进人紧锣密鼓的准 

备之中。在此前后，以歌曲为代表的文艺作品的宣教作用已经为日本政府所重视：1879年，赞美 

天皇的歌曲《君之代》首演，并于 1893年被教育大臣定为学校举行仪式时的必唱歌曲；1881年， 

以日本文化民族主义的象征“樱花”为主题的小学校歌开始出现；1883年，小学校歌中有了天皇 

制的观念 ；1891年，为天皇捐躯的“玉碎”一词出现在歌曲中⑧；同时，西洋音乐中的军歌也进入 日 

本视野。 

“军歌”多指“军中唱的激励士气的歌”。④ “军人之于音乐，犹病人之一针兴奋剂，使其提起精 

神，有极大之关系”。⑤ 作为国家意志的载体，军歌在对外战争中的宣教作用历来受各国重视。法 

国国歌《马赛曲》(1792年)的前身即是军歌，法国大革命中众多马赛市民曾高唱此歌冲向巴黎，成 

为民众团结一致反抗封建专制的有力武器。普法战争中又有德国军歌《保卫莱茵河》(1840年)等 

面世，掀起了西方的军歌热潮。日本的“军歌”一词最早出现在室町中期的《义经百首军歌》中，但 

实为伪作。⑥ 日本近代意义上的第一首军歌是《拔刀队》，其词作者为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外山正 
一

。 从美国留学归国的外山对西方用音乐鼓舞作战士气的做法十分欣赏，于是借鉴《马赛曲》《轻 

骑兵的冲锋》等进行了尝试。歌词最初以西洋风新体诗的形式发表于《东京学艺杂志》(1882年 8 

月号)，后在日本对外关系紧张的背景下，于 1885年由Et本陆军军乐队的法国教官勒胡(Charles 

Leroux)谱曲，于鹿呜馆演奏登场。《拔刀队》很快唱响了全国⑦，显示出歌曲作为“有节奏而极感人 

的口号”( 之巨大力量。日本军歌亦被视为其时“文明开化”“和魂洋才”的重要代表。之后伴随日 

本对外侵略的脚步，军歌大量地被军乐队、文学家、评论家、歌手、普通民众等创作出来，仅明治期间 

的作品总量就接近 3000首。1931年侵华战争后，军歌乐谱更是以每月一万多种的发行量增长，日 

本成为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“军歌大国”。⑨ 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近代日本军歌不仅是单纯的“军队歌曲”和“右翼歌曲”，其受众极广。“按现 

今说法，军歌是流行乐、是演歌、是西洋乐、是电影主题曲、是偶像歌曲”，“无论男女老少、贫富贵 

① 国内学者对 日本军歌的研究介绍屈指可数，且以概述为主，未见个案分析。主要有石磊《清末日本军歌传／K中国初考》 

(《音乐研究》1983年第4期)；钱仁康：《触目惊心的日本军歌》(《音乐爱好者))2004年第3期)；张展：《日本文艺形式中的侵华战 

争——围绕 日本军歌的考察》(《抗战史料研究))2014年第 1辑)；孙雪梅 ：《海军军歌与 日本的海上帝国梦想》(《东北师大学报》 

2017年第5期)等。 

② 芝原拓自等编 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对外祝』、岩波言店、1996年、4～5页。 

⑧ 大贯惠美子著，石峰译：《神风特攻队、樱花与民族主义—— 日本历史上美学的军国主义化》，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，第 

6—_7页。 

④ 中国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、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纂：《汉语大词典》第9卷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2年版，第 1212页。 

⑨ 仲子通：《抗战与歌曲》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、中国抗 日战争史学会编：《抗 日战争史料丛编》第2辑第45册，国 

家图书馆 出版社 2016年版，第463页。 

⑥ 迁田真佐意f日本 军歌：国民的音架 瞪史』(以下简称f日本 军歌』)、幻冬舍、2014年、19页。 

⑦ 尼 崎彬『近代莆 挺生：军歌匕恋歌』、大修馆害店、2011年、52页。 

⑧ 仲子通：《抗战与歌曲》，《抗日战争史料丛编》第2辑第45册，第451页。 

⑨ 迁田真佐惠『日本 军歌』、17、4O、44页。据该书统计，战前日本军歌总数约为1万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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贱皆有消费的这种娱乐形式再难看到。因此军歌可谓 日本历史上最大的一种娱乐”。日本军歌 

作为政治与娱乐的结合体，对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产生了强大的鼓噪作用。日本学者过田真佐 

宪把军歌定义为“有助于战争的歌曲”①，若聚焦于“日本近代军歌”，“战争”前再加入“侵略”二字 

才可谓精确。数量庞大的日本军歌是 日本音乐界、文化界及社会大众曾积极“协力”侵略战争的重 

要史证。 

中13甲午战争前后是 13本军歌创作的第一个高潮。仅在战争爆发后的两年间，日本就出版了 

《征清歌曲集》《征清军歌集》《讨清军歌》等 140多个歌曲集，军歌数量达 1300多首，而当时的日本 

人口只有4000万。② 并且，相对其后几次战争期间的军歌作品，此时期的军歌“最为人所熟悉和流 

行”。⑧ 鼓励妇女参军的《妇人从军歌》(1894年)，赞美要打沉清军“定远号”的水兵三浦虎次郎的 

《勇敢的水兵》(1895年)，吹嘘日本海军“无坚不摧”的《军舰进行曲》(1897年)等多首作品均产生 

于此前后。尤其是创作于 1892年的《元寇》，受到了包括时为皇太子的大正天皇等众多日本人的 

喜爱。《元寇》的词曲均出自日本陆军军乐队员永井建子(1865—1940)之手。永井 13岁加入军乐 

队，26岁开始军歌创作 ，甲午战争时还曾以军乐次长的身份从军。他“才气焕发、奔放不羁”，是勒 

胡门下最得意的弟子，被誉为“异色的进步文化人”和音乐“天才”。⑧ 永井的军歌作品还有以甲午 

战争威海战役为背景的《雪中进军》(1895年)、讴歌步兵的《步兵的本领》(1911年)等。《元寇》取 

材于“弘安之役”，即日本弘安 4年(1281)元军的第二次征 日事件。在这场为期两个多月的战争 

中，蒙古人、高丽人和汉人等共组成 14万联军征 日。因元军跨海作战、将领不和、遭遇台风等因素， 

日本幸运地赢得了战争的胜利，著名的“神风护佑神国说”流传了几个世纪。军歌《元寇》的曲谱只 

有四句，曲式结构为单二部。两乐段旋律相似，周期性封闭式结构意在突出主题强调主旋律。其调 

式调性为降b调，贯穿全曲给人明亮警醒之感。四二拍节奏紧凑明快，弱起后雄壮有力、易学易记， 

十分适合行军演唱。⑤ 

二、“元寇纪念碑建设运动”与军歌《元寇》 

《元寇》原名《军歌元寇》，歌词曲谱最初刊载于明治25年(1892)发行的《音乐杂志》第 19号， 

当时并未署以永井之名，而是以“人籁乐士”的笔名发表。《音乐杂志》创刊于明治 23年(1890)9 

月，是日本最早的音乐杂志，以介绍 日本早期的西洋乐为主。但“为了呼应当时高扬的国家主义， 

发表和介绍的作品中，后来被称为军歌的历史歌曲也为数不少”。⑥ 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元寇》“不仅 

是单纯的纪念军歌或追忆性的咏史军歌，而是作为甲午战争前夕的时局军歌被创作出来”。④ 历史 

久远的元军征 日题材为何在甲午战争前夕获得“音乐天才”永井的青睐?这似乎与“元寇纪念碑建 

设运动”有着密切的联系。 

1886年，日本福冈发起了一场“元寇纪念碑建设运动”(下文简称“建碑运动”)。该运动的发 

起者名叫汤地丈雄(1847—1913)，是明治政府的一名公务员。据川添昭二的《蒙古袭来研究史论》 

① 迁田真佐惠『日本 军歌』、3__4、6页。 

② 迁田真佐意『日本 军歌』、3__4页。 

③ 大贯惠美子：《神风特攻队、樱花与民族主义》，第 156页。 

④ 迁田真佐惠『日本 翠歌』、46、45、107页。 

⑤ 此部分说明为本文第二作者张雨轩根据《元寇》曲谱(太田弘毅编著『元寇役 回颊』、206页)分析做出。 

⑥ 太田弘毅编著『元寇役 回颠』、204页。 

⑦ 堀内敬三『定本日本 军歌』、突案之 日本社、1969年、57 2页。 

1 34 



谷惠萍 张雨轩／日本军队歌曲《元寇》与甲午战争日军精神动员 

介绍，1886年汤地就任福冈警察署长后前往辖地调研 ，发现有很多“蒙古袭来”史迹，遂萌发开展 

“建碑运动”之念。当年 8月，听闻了“长崎事件”①的他更是“痛感须发扬国民的敌忾精神”，于是 

决心开展这一运动。“适逢这一年霍乱猖獗。希望扑灭疫病、保护当地民众的汤地联想起蒙古袭 

来时当地的惨状 ，于是坚定了决心”。② 汤地甚至在 1890年辞去公职，此后近 20年专为“建碑运 

动”奔走宣传，人称“元寇狂”。 

汤地发起的这一运动又名“元寇护国运动”或“龟山上皇尊像建立运动”，同时也定位于“反欧 

化政策 =国权主义的历史语境中”。⑧ 在明治 21年(1888)1月，汤地以个人名义向全国发布的纪 

念碑资金募捐广告中，他写道：“此工程竣工后，大家观之自然对我国国权的重要性一 目了然，并在 

锐意扩张国权的同时，以资警戒，其效甚大。”⑧可见汤地希望通过该运动，唤起民众的国家意识和 

爱国热情，服务明治政府的对外扩张政策。此后，他以演讲和出版活动为中心，辅以幻灯会(幻灯 

片展映)、油画展、戏剧演出等多种“元寇”主题的活动募集资金。该运动在时任陆军中将第六师团 

长山地元治、福冈县知事安场保和等多位知名人士的支持下，短短两个月发起者达到 100多名。在 

福冈、东京、大阪、京都等多地设立了事务所，东京等地进行了募捐接力，其演讲的听众人数在明治 

34年(1901)1月达到了 100万。⑤ 最终在 日俄战争爆发的 1904年，“元寇纪念碑”——龟山上皇 

铜像落成，坐落于博多的松原(今福冈市东公园)，远眺元军曾登陆的博多湾。最初设计的是“蒙 

古袭来”时镰仓幕府的最高决策者北条时宗铜像 ，但由于宗教界人士的反对，最终改为皇族代表 

龟山上皇。龟山退位后经历了两次“蒙古袭来”，曾在伊势神宫等多个神社祈祷，并立下舍身破敌 

的誓言。其手书的“敌国降服”字条 ，被认为拥有“神力”而放置于箱崎宫。箱崎宫正殿大门也因 

门楣悬挂该四字⑥，被称为“伏敌门”。铜像以箱崎宫的龟山木像为原型，石基上同样刻有“敌国 

降服”，由时任参谋总长的有栖川宫炽仁题写。汤地在 日本全国奔波近 20年筹款建成的这座铜 

像 ，成为日本成功克敌、固守国土的象征。1943年出版的纪念汤地“功绩”的《汤地丈雄》一书中 

说，这座铜像“不仅是纪念光耀历史的弘安四年大捷，实际上在甲午战争迫近之时，担负了振兴国 

民士气的使命”。⑦ 

永井的创作与“元寇”产生交集正是因为这一“建碑运动”，《元寇》最初是该运动中募集的军 

歌人选作品。⑧ 在《国民教育元寇油画大幅制作序言》的宣传页中，汤地对军歌《元寇》的说明是： 

“明治二十五年五月，陆军军乐次长永井建子为悼念元寇殉难者而作。”因该军歌“曲调雄壮，给人 

热血沸腾之感”⑨，又被汤地收入《元寇画帖——护国纪念精神教育》等宣传材料中。据《汤地丈 

雄》一书讲述，“这一曲振奋人心的元寇之歌，可以说完全产生于汤地丈雄的一片赤诚之心。明治 

① “长崎事件”指 1886年8月中国北洋水师造访 日本长崎期间与日本警察发生的两次冲突，及由此所引起的中目两国间交 

涉。日本别有用意地命名为“长崎暴动”或“长崎清国水兵暴行”。此事件以清政府的外交胜利告终，但也成为 日本扩军备战的催 

化剂。详见王家俭《中日长崎事件之交涉》(《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》15，台北，商务印书馆 1986年版)、张礼恒：《伍延芳与中日长 

崎事件》(《东岳论丛》2o06年第2期)等。 

② 川添昭二『蒙古袭来研究史谕』、雄山醐、1977年、118页。 

③ 川添昭二『蒙古装来研究史榆』、118页。 

④ 太田弘毅编著『元寇役 回颜』、25页。 

⑤ 例年人数统计见仲村久慈著，三浦尚司监修『後-t：0 潘地丈雄：元寇记念碑 龟山上皇像电建 男』(以下简称『涝地 

丈雄』)、梓言院、2015年(1943年初版)、210—225页。 

⑥ 这一匾额的时间和书写人存在一些争议。详见川添昭二『蒙古装来研究史蒲』、213—214页。 

⑦ 太田弘毅编著『元寇役 回颜』、205--206页。 

⑧ 其他现存作品有《十二岁的初阵》《成吉思汗》《元寇纪念歌》《蒙古袭来反击军歌》等近 l0首。内容见太田弘毅编著『元 

寇役 回颜』、208—229页。 

⑨ 太田弘毅编著 元寇役 回颜』、201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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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九年，汤地为唤起大家的忠君护国精神，讲述元寇的历史，发起了纪念碑建设运动。这首军歌正 

是被汤地感动产生共鸣的成果”。① 相关研究也印证了这一说法，“被‘龟山上皇尊像建立运动’摇 

动心弦的永井建子很快就创作了《军歌元寇》，并主动为运动宣传，发表在《音乐杂志》上”。② 永井 

与汤地的具体交往经历尚不得而知，但其创作显然受到了汤地的启发和鼓动，将《元寇》刊登于《音 

乐杂志》也有扩大汤地的“建碑运动”影响之意。可以说，如果没有汤地或许永井的《元寇》之歌就 

不会产生，汤地的“元寇纪念碑建设运动”成为军歌《元寇》问世的重要催化剂。或者说，汤地是《元 

寇》的第二作者。 

《元寇》中的国家主义思想 

甲午战争开战前，新的战斗“英雄”尚未出现，歌颂历史战将的咏史作品成为日本军歌的主流。 

如《拔刀队》《西乡隆盛追慕歌》是以幕末的西南战争为主题，还有赞美平安末期名将源义经的《源 

氏神将》，颂扬木曾义仲传说中妻子的《巴御前》《巴姬》，以及关于镰仓末期保皇名将楠木正成的 

《楠正成》《大楠公》《楠正成的智谋》等。在此类咏史军歌中，“蒙古袭来”和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是 

贯穿Et本近代军歌史的两大常见主题。⑧ 作为日本历史上罕见经历、神奇“取胜”的一次大规模异 

国战争，前者成为民族主义者的歌颂对象并不出人意料。早在江户后期，史学家、汉学家赖山阳就 

创作了著名的汉诗《蒙古来》： 

筑海飓气连天黑，蔽海而来者何贼? 

蒙古来，来 自北，东西次第期吞食。 

吓得赵家老寡妇，持此来拟男儿国。 

相模太郎胆如瓮，防海将士人各力。 

蒙古来，吾不怖。 

吾怖关东令如山，直前斫贼不许顾。 

倒吾樯，登虏舰，擒虏将，吾军喊。 

可恨东风一驱附大涛，不使膻血尽膏日本刀。④ 

赖山阳的汉诗多慷慨激昂，颇有气势，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，此诗末句“不使膻血尽膏 日 

本刀”足见一斑。“蒙古袭来”时 日本上下惊恐之至，曾举国祈祷 ，但战争以元军出人意料的失败告 

终。这次战争的胜利在神佛观念占统治地位的日本中世纪，被渲染为“神风”之力。进入江户时 

代，以北条时宗为代表的武士才在《驭戎慨言》中受到国学家本居宣长的关注。赖山阳笔下“胆如 

瓮”的“相模太郎”，正是曾两斩元使的时宗。山阳借口武士手中的“日本刀”无法“膻血”，狂妄地 

表达了对“东风”的遗恨。这是 日本民族主义者对“蒙古袭来”进行炒作的开端，也是 日本“元寇” 

文学的萌芽。 

明治维新后，随着士农工商的传统“四民”差别消失，明治政府“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是把效忠藩 

① 仲村久慈『涝地丈雄』、171一l72页。 

② 八巷明彦rf元寇』 歌匕日清戟争j、太田弘毅编f元寇役 回顾』、204页。八巷的该研究为简述性质，对 日本的民族主 

义、国家主义未见深刻批 判。 

③ 有关后者的作品有《征韩》(1886年)、《丰太阁》(1887年)、《征韩论歌》(1894年)等。 

④ 谷口迥溯f顿山防爱国诗史评袄 日本桑府』、乇于灭出版社、1937年、124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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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的武士改造为效忠国家的军人”①，国家主义在军歌中反复被提及强调，其代表词汇是“日本精 

神”的两大文化符号——“日本刀”与“大和魂”。刀剑是武士力量和勇敢的象征，代表着忠诚与荣 

誉，前诗中已见赖山阳赞颂。本居宣长在《初山踏》中则提出国学研究应祛除汉义，保留“大和魂”。 

吉田松阴被处决前也曾咏叹：“肉躯纵朽武藏野，白骨犹唱大和魂。”②新渡户稻造认为武士道体现 

了日本人的精神，其所著《武士道》的英文原版以“1’}le soul of Japan”(日本之魂)为副标题。③《拔 

刀队》中便同时出现了此二要素：“可叹自打维新后，日渐凋零 日本刀。重振雄风再出世，今 日何分 

敌与我。争先甘做刀下鬼，若是大和男儿魂。”④外山正一以勇猛的武士精神为号召，有意将西乡隆 

盛率领的反政府军与官军之间的近代“武士”之战塑造为近代国家的士兵之战。但国内战争似乎 

并非宣扬国家主义的好题材，在“何分敌与我”和外山对“敌将”西乡“古今无双大英雄”的赞颂中， 

“日本刀”与“大和魂”的作用对象模糊不清了。随后的《守卫皇国》(外山正一作词，伊泽修二作 

曲，1886年)中有所“改观”： 

守卫啊守卫，都来守卫。 

害怕成为别国奴隶的人们， 

好好守卫父母坟墓之国吧! 

为了皇国为了天皇，誓死也不后退。 

前进啊前进都前进吧，竖起皇国之旗。 

前进啊前进都向前进，守卫先祖之国。 

为了皇国为了天皇，誓死也不后退。⑤ 

歌词中的敌人应是清朝⑥，外山用恐成“别国奴隶”的危机意识激发爱国热情，号召大家为守卫 

“先祖之国”“皇国”誓死奋战。永井的《元寇》之歌亦在这种国家主义背景中创作完成。其歌词共 

分4段，每段各 8句。与日本多数由知识精英创作的早期军歌类似，主要以汉文写就。但并非《拔 

刀队》等当时军歌常见的“七五调”⑦，而是一首“破格”之作。首句为： 

四百余州举兵，十万余骑之敌。⑧ 

“四百州”为南宋时的行政区划体系，后 日本常借以称呼中国全土。1590年，丰臣秀吉在致 

朝鲜国王的文书中声称要“一超[朝]直人大明国、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”。⑨ 日本近代最重 

要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更频频使用此词，如甲午战争开战不久他在《旷日持久会上支那人的当》 

① 大贯惠美子：《神风特攻队、樱花与民族主义》，第97页。 

② 转引自向卿《日本近代民族主义(1868一】895)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版，第 177页。 

③ lnazo Nitobe，Bushido： e Soul of Japan(Philaclelphia：The Leeds and Biddle Co．，1900)． 

④ 尼 崎彬『近代诗 诞生：军歌 匕恋歌』、53页。 

⑤ 迁田真佐惠『日本 军歌』、38页。为第三、四段歌词。 

⑥ 过田真佐意『日本 单歌』、38—39页。 

(z) 来源于日本和歌，指上句为七个音节，下句为五个音节。据大庭景阳《新撰军歌抄》(1886年)介绍，日本军歌多以七五调 

为主的原因是每句对应每七步或每五步的行军，与行军步伐相适应。 

⑧ 本文所用中文译文来自网络资源，翻译比较准确，但译者不详。《元寇》(2016年 5月28日创建)，网易云音乐：http：／／ 

music．163．com／#／program?id=7881 1 1561，2017年 9月 30 日。 

⑨ r绕善瞵国宝记J、近藤瓶城『史籍集览J21、近藤出版部、1901年、36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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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文中提出：“一定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勇断，直冲其大本营，蹂躏四百余州。”①另一方面，日本则 

长期用“六十余州”指代其国土。据《大辞林》的解释，“六十余州”是“对畿内、七道的六十六国及 

壹岐、对马的总称。日本全国之意”。② 这是 日本基于律令制设置的全国行政区划，从奈良到江户 

时代经历了漫长的使用期。如军记物语《太平记》中有“六十余州的大小神明”③等说法，歌川广 

重(1797—1858)描绘 日本各地名胜的浮世绘名作也被称为“六十余州名所图绘”。《元寇》歌 

词以“四百余州举兵”始 ，其背后是长久以来 日本人脑海 中“六十余州”的 自称 ，暗含着中国和 

日本间“大国”与“小国”的鲜明对比。于是 ，泱泱大国入侵，大军压境小 国的紧张场景在歌曲 

开篇就被营造出来。随后是“此般国难临头时，正值弘安四年夏季”。日本陷入“国难”之境 ， 

“弘安四年”的那场空前危机迅速浮现于 日本人眼前。第二段歌词更加生动，聚焦于蒙古人的 

形象 ： 

多多良海滩边之戎夷，就是那群蒙古军势， 

傲慢无礼的家伙们哟，我们俱与之不共戴天。 

歌词仿佛电影画面一般 ，“国难”的长镜头缓缓推进，携十万之势的“蒙古军队”从多多良海 

滩登陆 日本。多多良海滩，指面向福冈博多湾的海滨。有多多 良川流人博多湾，其南面是挂有 

“敌国降服”的箱崎宫和拥有“弘安之役”防御设施“元寇防垒”遗迹的千代松原。箱崎宫供奉的 

是 日本的护国之神和战神——八幡神，与“蒙古袭来”渊源颇深。镰仓时代宣扬八幡信仰的宗教 

文学《八幡愚童训》甲本记载，箱崎宫中曾飞奔出30余神秘的“白衣人”，把蒙古人“击退”。④ 军 

歌《元寇》并未选取元军人数不到3万、武士节节败退、获胜原因暧昧不明⑤的“文永之役”，而是把 

元军人数众多、曾陷入局部僵持战、台风助力的“弘安之役”作为主题，既有大军压境的强烈危机 

感，也暗含着由供奉战神的神社箱崎宫和武士修筑的海边防垒双重“护国”的理念。“戎夷”一词 

则表明El本视元朝统治者蒙古人为蛮夷的“小中华”观念。1268年 ，忽必烈要求通好的国书送达 

日本，日本朝廷草拟的回书中说“蒙古之号 ，于今未闻”⑥，语气高傲，但幕府仍扣而未发。“弘安 

之役”中元军被台风袭击后大量被俘，日本“尽杀蒙古、高丽、汉人，谓新附军为唐人，不杀而奴 

之”。⑦ 即原南宋汉人被充做奴隶外 ，其他“戎夷”全部被杀。明清交替后，日本“不承认清朝是中 

华正统，而认为自己才是‘小中华’或华夷体系中心”。⑧ 永井的“戎夷”一词，开篇即埋下以元喻 

清的伏笔。 

对蒙古人“傲慢无礼”的描写从何而来呢?镰仓末期，蒙古人是“白蒙古、黑蒙古”的异类⑨，室 

町时期的《百合若大臣》插图中甚至状如鬼怪。⑩ 明治军歌《元寇》已经不再简单渲染蒙古人的外 

福汲谕吉 福汉谕吉全集』第14卷、岩波害店、1961年、522页。 

松村明『大辞林』(第3版)、三省堂、2006年。 

後藤丹治等校注r太平记J三、『日本古典文学大系』36、岩波吉店、1962年、454页。 

桉井德太郎等校注r八幡愚童剖J(甲本)、『寺社绿起』(日本思想大系20)、岩波害店、1975年、l89页。 

“文永之役”的“神风”说也甚嚣尘上，但 实际并无确切记载。 

竹内理三编f嫌舍遗文』第14卷(一0五七一号文言)、柬京堂、1983年、303页。 

《元史 ·外夷 ·日本》，中华书局 1976年版，第4629页。 

王晓秋：《东亚历史比较研究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，第8页。 

楼井德太郎等校注r八幡愚童割J(甲本)、『寺社绿起』(日本思想大系20)、181页。 

麻原美子等校注r百合若大臣J、『舞 本』(日本古典文学大系59)、岩波害店、1994年、44页。 

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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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，转而突出其傲慢的态度。忽必烈要求通好的国书末句是：“以至用兵，夫孰所好，王其图之，”① 

日本十分反感，扣下回书。忽必烈久不见回音继续几次派人沟通，日本均置之不理，“文永之役”后 

还两次违反外交礼节斩杀元使，一开始就放弃了和平沟通的镰仓幕府无疑是“傲慢无礼”的。永井 

的创作截取忽必烈来牒的只言片语，概括为“傲慢无礼”之态；并利用“戎夷”激起 日本人的愤慨，由 

此引出下一句——“我们俱与之不共戴天”。作者寥寥数词，就勾勒出了一幅令 日本人热血贲张、 

愤慨不已的图景，为下文进一步的精神动员做好了铺垫。歌词随后是： 

此番要为了国家，去测试 日本刀的锋利。 

在“国难”来临时，武士们俨然以“为了国家”的名义，纷纷拿起“日本刀”奔赴战场。实际上， 

由于 日本作为内向封闭的岛国未与其他国家接壤 ，“蒙古袭来”前国内多个封建势力并存、混战，人 

们并未意识到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存在，众多武士参战的动力只是论功行赏。但永井将元军 

压境的危机渲染为“国难”场景，巧妙地唤醒了日本人的集体记忆，自然而然地提出“为国”而战。 

第三段出现“纵死亦为护国之鬼”，进一步号召大家为“护国”不惜生命。结尾处再借由“身为国家 

仇敌的，那十余万蒙古军势”，将“蒙古军”定位为“国家仇敌”。如此，永井先以“国难”引出日本人 

的国家观念和危机意识，随后以“为了国家”和“护国”之说进行逐层递进，最后用“国家仇敌”的溃 

败作为歌词结束，这一情节设置可谓水到渠成、情景交融。“历史的真髓是感性。作为模拟体验有 

实际感受的时候，历史才有了生命”。② 永井通过回顾、重构历史激发听众身临其境的情感体验，艺 

术上“出色地”实现了弘扬国家主义的创作效果，也同汤地以彰显“国权”重要性为目的的“建碑运 

动”理念相一致。 

在歌词语境中的敌人元朝背后 ，同为中国少数民族政权的清朝的影子若隐若现。二者成为歌 

词的明暗两条线索，作者借古喻今的真实意图逐渐显现出来。永井借助“国难”与“戎夷”的引导， 

在历史上对元朝的“护国”之战与甲午战争前的清朝之间建立起高度的精神联系，其对外侵略的正 

当性说辞即将显现。 

四、《元寇》从“护国”到侵略的双重语境 

激发起士兵的危机意识和愤慨之情后，永井开始了精神动员的具体进程。首先围绕武士道展 

开。明治中期，日本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开始恢复和再造武士道。武士对“主君”——封建藩主的 

种种以服从为宗旨的“武士准则”被天皇制国家所利用，随着征兵制的推行变成对军民洗脑的重要 

素材。继开篇的“国难”景象后，永井写道： 

毋论情势多恐怖，有我镰仓男儿在此。 

挟正义武断之名，一声吼示诸举世。 

“镰仓男儿”正是“蒙古袭来”中镰仓幕府的最高领导者——北条时宗。拒回忽必烈国书、两斩 

元使、下令修筑海边防御工事“元寇防垒”的，都是这位当时的武士首领。时宗执政时年仅 18岁， 

① 《元史 ·外夷 ·日本》，第4626页。 

② 林秀彦『海 加c 山 加c —— 日本人 军歌』、PHP出版社、2002年、108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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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“弘安之役”后 34岁死去，可以说其毕生的精力都用在了抵抗元军上。在强大外敌来袭这一“恐 

怖”的情势之下，永井祭出时宗这一代表性的武士形象，既是所谓“国难”之解药 ，也是希望为士兵 

们树立英勇抗敌的榜样。鉴于歌词中对清朝的隐喻，时宗的“正义”之说也暗含了侵略中国的合理 

性。随后是对武士基本道德“忠义”的赞颂： 

携忠义之精神前进，而锻炼我们的技艺。 

如此“忠义”用于何人?1882年颁布的《军人敕谕》中规定：“军人以尽忠节为本分”“我国军队 

世代由天皇统帅”。① 由此，封建时代武士对主君的“忠义”被改造为对国家最高领导人天皇的“忠 

义”。杀气随后而来：“此番要为了国家，去测试 日本刀的锋利。”纵然死去，“大和魂则名垂青史 

矣”。对比《蒙古来》可知，同题材创作中“日本刀”一词再次出现并非偶然，表明永井直接继承了赖 

山阳弘扬武士的创作思想。山阳所谓“胆如瓮”的“相模太郎”与永井笔下的“镰仓男儿”也是同一 

人——北条时宗。《元寇》首句跨海而来的“国难”画面和对敌人的“夷狄”之称，也分别是对《蒙古 

来》首句“弊海而来”及“贼”之称谓的继承和扩展。 

心已朝向筑紫的大海，只求乘风破浪去迎击。 

以此粗犷猛夫之身，不讨取仇敌绝不归阵。 

上文号召武士主动“乘风破浪”、誓死迎击的表述，恍然间令人产生“仇敌”究竟是元朝还是清 

朝的疑惑。随后一句很快给出了答案，“讨取仇敌”一词的 日语为“仇 封 ”，又称“敌讨”，向敌 

人复仇之意，是武士道“忠义”精神的重要体现。因主君或家人有难，向敌人复仇的故事在 日本俯 

拾皆是。著名的《忠臣藏》《曾我物语》等都极力渲染、赞颂武士们敢于复仇的“忠义”之心。《元 

寇》明线上把元朝视为仇敌，但若仅此的话，歌词逻辑理应只是“护国”，而“仇讨”一词显示出了其 

复仇的野心，暗线的清朝浮出水面。日本对清朝的侵略逻辑赤裸裸地暴露出来，其扩张野心由此被 

赋予了正当性。永井从歌词首句开始步步为营，其“国难”一“护国”一“仇讨”的创作思路在明暗 

两条线索、“仇敌”难辨的双重语境中，巧妙地实现了逻辑转换。第三段后文中，神社箱崎宫明确出 

现了，同时伴随着对神的赞美： 

纵身死亦为护国之鬼，遂立誓言于箱崎。 

得神灵感知而召往天国，大和魂则名垂青史矣。 

末段则描绘了“神风”袭来的场景和元军的结局： 

苍天暴怒发令于大海，海上即卷起了巨浪。 

身为国家仇敌的，那十余万蒙古军势。 

当波浪退去之后，幸存的只有三人而已。 

待到丛云散开之际，玄界滩上月光照耀。 

① r睦海军人勒谕J、佐村八郎『明治皇勒集』、六合馆出版社、1895年，5、104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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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井对士兵的具体动员以武士道为始，以神道教为终。武士们向护国神社许下的誓言终于灵 

验，“苍天暴怒”“巨浪”卷起，海滩最后风平浪静、一片静谧。此处永井尽力营造的，正是 日本是由 

神明护佑的“神国”景象。在人们意识被神佛禁锢、蒙昧久远的H本中世，有此想法或许尚可理解， 

但赖山阳的《蒙古来》舍“神风”而取武士为赞美对象，表明江户时代知识分子已经可以分析并剔除 

此前中世人鼓吹的虚幻的神佛力量。永井这一逆时代潮流的举动原因无他，正与明治政府配合其 

扩张野心推行的国家神道政策相呼应。鼓吹武士道的新渡户稻造也认为，武士道的起源是作为 

“民族信仰”的神道。他极力赞美神道教：“对君主如此忠诚，对祖先如此尊崇，又如此孝敬，任何其 

他宗教没有教过这些，而神道教义却为武士傲慢的性格赋予了顺从”；“神道教义包含了我们民族 

情感生活的两个主导特征——爱国主义及忠诚”。① 永井再次编造“神灵感知”“神风”护国这一中 

世神话的真实目的，是以此宣扬日本的优越性，号召士兵无条件地为天皇战斗、捐躯。这一思想无 

疑是永井在明治新形势下，对“蒙古袭来”这一历史题材做出的文艺改造，也是对赖山阳汉诗《蒙古 

来》的超越。 

而歌词末段与开篇相呼应，再次出现了“十万”敌军，并且由于“神风”相助，最后只余“三人”。 

“三人”这一虚数，源自《元史 ·外夷 ·日本》“十万之众，得还者三人耳”。赖山阳在《日本外史》中 

沿用了这一说法：“虏兵十万，脱归者三人，元不复窥我边，时宗之力也。”②永井创作《元寇》时，应 

主要参考了赖山阳的著作。但实际上《元史》又载“余军回至高丽境，十存一二”“士卒存者十一 

二”“丧师十七八”。⑧ 《高丽史》也载“官军不返者无虑十万有几”。④ 数字有出入，但都远非“三 

人”。军歌《元寇》最终形成了“十万”元军仅剩“三人”的夸张结果，同开篇大军压境“小国”的“国 

难”意向一起，构成令人出乎意料、最终 日本必胜的宣传效果。 

五、《元寇》的传播与影响 

作为一首直接由军乐队“青年才俊”创作完成的作品，《元寇》在17t军内部很快传唱自可以想 

见。1894年冬，甲午战争正处于白热化阶段 ，汤地丈雄只身前往参战日军出发地广岛并逗留数Et， 

“废寝忘食地鼓舞国民士气”。听闻日军唱着这首军歌在朝鲜战场取得节节胜利，他兴奋之下赋诗 
一

首：“军歌四百余州曲，为我人心一致声。天以此时佑皇运，旭旗翻风北京城0”⑤《汤地丈雄》的 

作者仲村久慈文学化地渲染了H军在“平壤之战”中演唱这首歌的场景： 

这天⑥，我陆军精锐把清国大军包围在平壤，各方以狮虎之势迅猛攻入。其中元山支队的 
一 队人马在佐藤鬼大佐的指挥下，跨越天险，忍受饥饿，直接攻至平壤后方，将手持青龙刀的 

清军士兵斩如草芥，随后又马不停蹄地攻至平壤城墙。在箕子陵附近的松林中稍事整编，又 
一 鼓作气地猛烈攻击敌人的根据地。但是清兵也誓死防卫，从坚固的城墙上连续射出大小 

炮弹⋯⋯猛烈的攻防战暂歇之际，天色终晚，不巧瓢泼大雨倾泻如柱，天昏地暗凄壮之极。 

勇猛的日本兵也被疲劳之色包裹了戎衣，刹那间似胆怯了。突然，“四百余州举兵，十万余骑 

新渡户稻造著，周燕宏译：《武士道》，文汇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8、l1页。 

② 赖山阳著，久保天随订 ：《重订 日本外史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95页。 

⑧ 三处引文分别出自《元史》之《世祖本纪》《李庭传》《阿塔海传》，第233、3797、3150页。 

④ 郑麟趾等著，-t,j、晓主编：《高丽史 ·世家三》(点注校勘本)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、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，第937页。 

⑤ 仲村久慈『涝地丈雄』、173页。 

⑥ 书中所述为明治 37年(1904)9月15日，但从 内容判断应为明治27年(1894)的笔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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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敌。国难袭来时，弘安四年夏⋯⋯”一首军歌朗朗唱起。全军将士迅速以枪剑击打唱和， 

以压倒大风雨之势高声合唱。于是勇气渐涌，疲劳洗去，身体里涌起新的力量溢满全身。一 

曲高过一曲，雄壮之势仿佛要掀翻平壤城门一般，响彻 山野。伴着这歌声，皇军斗志愈发猛 

烈⋯⋯① 

再至日俄战争期间，“我皇军的精锐唱着这首歌抵抗俄国的侵略，尤其是海军将士们在丈雄首 

倡完成的护国丰碑前，歼灭了俄国大舰队，神州正气光照宇内”。② 海军教育本部 1914年起制定的 

多版《海军军歌》中，《元寇》皆在其列。⑧ 日俄战争后，亦有人“曾多次看到陆军队伍唱着这首歌行 

进在博多的大街上，也亲见过在箱崎宫楼门下列队整齐的海军士兵以脚击节、高唱此歌的景象”。④ 

军歌《元寇》在日本民众中也有着巨大影响力。早期汤地在“建碑运动”中曾多次亲 自教唱这首歌， 

九州史学者筑紫丰这样讲述自己的《元寇》记忆： 

我出生于 日俄战争期间，儿时虔拜东公园龟山上皇和 日莲上人的铜像，看元寇的油画，反 

复被教唱明治大正昭和三代的军歌和歌曲。其中最打动我的是与故乡渊源颇深的永井建子作 

词作曲的“元寇之歌”。小时候，我在母亲膝下一句句学会了这首歌。此歌是母亲少女时代， 

为元寇纪念碑运动献身的汤地丈雄先生一边举行幻灯放映会，一边亲自演唱并教给在场的人 

们⋯⋯总之，即使我今天已经六十七岁高龄，仍然能够准确无误地唱出永井先生的歌曲。⑤ 

汤地教会民众的《元寇》之歌，如此又被自发地教给家中的儿童，体现出其强大的教育性、娱乐 

性功能。从军歌《元寇》问世到“元寇纪念碑”落成有 l2年之久，其间汤地的募捐足迹遍及全日本， 

“将幻灯机和当时著名的矢田一啸绘元寇油画放置马上，北至北海道南至九州鹿儿岛，走遍全国各 

地演讲”，汤地对这首歌的广泛传唱无疑作用巨大。他曾以另一首汉诗表达了自己的感慨：“东奔 

西走独叫号，世人相见笑徒劳。回想十年经过迹，唯有军歌一曲高”。⑥ 汤地发起的“建碑运动”在 

全国募捐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，但军歌《元寇》的“成就”令其备感欣慰。 

“元寇纪念碑”建立后，随着 日本军国主义对炒作“元寇”话题兴趣的提高⑦，相关的纪念活动 

日益常规化，播放、演唱军歌《元寇》成为固定的一项活动内容。“战前在百道元寇防垒前，每年举 

行的元寇纪念节都会播放这首歌曲。学校每当举行祭礼前，也会特意教唱这首汤地风格的曲 

子”。⑧ 1931年7月 1日，内务省、文部省在东京联合举行了“元寇弘安之役六百五十年纪念会”。 

总理大臣若枫礼次郎发来贺词，文部大臣田中隆三等两千余名参会者“借机一同盛唱元寇之歌(四 

百余州举兵)”。 同时，这首歌曲不仅被收入各式军歌集中，也屡屡见诸《爱国诗文两千六百年》 

(1942年)等战时出版物。 

战后，军歌《元寇》对 日本人的影响仍绵延不绝。生于东京的影视编剧林秀彦回忆说：“《元寇》 

仲村久慈f涝地丈雄』、170页。 

仲村久慈『涝地丈雄』、170页。 

参见孙雪梅：《海军军歌与日本的海上帝国梦想》，《东北师大学报》2017年第5期，第98页。 

染紫莹 元寇危言』、r序言j、福同绑土文化会、1972年。 

福周郫土文化会『元寇危言』、r序言j。 

仲村久慈f涝地丈雄』、3、172页。 

1904年北条时宗被追赠为从一位 ，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亦出现了“元寇”的内容。 

粱紫莹『元寇危言』、r序言J。 

『元寇弘安役六百五十年记念会纪要』、元寇弘安役六百五十年告己念会编辑凳行、1934年、20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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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的很多词我经常挂于嘴边，都是小学三四年级学会这首歌以来刻在脑海里的。正因为有了作为 

历史的‘实感’，才在主观上成了El常用语⋯⋯‘正义武断一傲慢无礼者’等，尤其是‘不共戴天’似 

乎可以脱口而出。”每次去福冈时，“都会在心中回味这首歌。知道这首歌前去，与不知道就去，同 

样的多多良滨趣味大相径庭。原本美丽风景带给人的主观感受，因为叠加了模拟体验而理性化 

了”。① 日本人伴随军歌《元寇》的国家主义、民族主义记忆难以随战败而消失 ，如此仍停留在一些 

人的内心深处。永井的军歌《元寇》问世后，同题材歌曲陆续涌现②，亦多聚焦“弘安之役”，但内容 

之全面、语言之考究、影响之广泛都无出其右。如军歌《元寇问答歌》(1894年，作词旗野十一郎，作 

曲不详)只关注了武士道精神：“元寇十万筑紫海，沉于碎屑其人谁?弘安四年七月时，主将名北条 

时宗。”⑧该题材还曾进入战前的《福冈市歌》(金子健作词，中山晋平作曲)，歌词首句“元寇十万， 

屠戮之处”，仍是元军压境的“国难”意向。而筑紫丰小学时④的一首歌曲，歌词中“镰仓男儿”“日 

本刀”“余下三人”等借鉴永井《元寇》的痕迹更清晰可见： 

元军十万元军十万，群集而至壹岐岛。 

连天蔽海博多津，箭矢之声助威声。 

响声震天地，敕使伊势祈。 

镰仓男儿镰仓男儿，未待 日本刀锋力。 

暴风雨来，四千敌舰零落去。 

回归仅余下三人，畅意玄海月浪皎。⑤ 

二战末期，日军不甘即将到来的败局，组建了自杀式袭击组织“神风特攻队”，《呜呼神风特攻 

队》等军歌也被创作出来，希望关键时刻还能延续其“蒙古袭来”时的幸运。这可谓 Et本“元寇”文 

学在侵略战争新形势下的变形，但不变的仍是其作为“战争协力者”的历史角色。 

结 语 

甲午战争前夕，军歌《元寇》(四百余州举兵)在明治政府的文艺宣教策略和前福冈警察署署长 

汤地丈雄的直接影响下产生，并成为汤地所发起“元寇纪念碑建设运动”的上好宣传工具。他的国 

权主义、皇道思想和其对民族主义的巨大煽动性、快速持久的行动力与El本近代的“行动右翼”特 

点相吻合： 

以其行动性为主要特征，他们组织起各种各样、五花八门的右翼团体组织，都标榜反共、 

“忠君爱国”、“国家改造”、天皇主义、国权主义、大亚细亚主义，都鼓吹日本要与俄国等列强争 

夺在亚洲的霸权，并要打入中国(特别是中国的东北地区)和朝鲜半岛，从而使 日本成为“亚洲 

的盟主”。他们立足于民间的、在野的立场，采取种种实际行动，使用种种手段，一步步推动 日 

① 林秀彦『海 力、c 山 加c 』、108—1O9、110页。 

② 参见太田弘毂r元寇役6：一) 军歌 ·唱歌J、军事史学会编集『军事史学』、第49卷 2号(2013年 9月)、97—120页。 

③ 『忠突勇武军歌集』、小山作之助编辑凳行、1894年、13页。 

④ 根据筑紫丰出生年份 1904年推测，大约为 1914—1917年间。 

⑤ 椠紫莹f元寇危言』、r序言j。此歌也见于太田弘毅r元寇役1-7-"-9 、 军歌 -唱歌j、军事史学会编集『军事史学』、101 

页，歌名同为《元寇》(大桥铜造作词、田村虎藏作曲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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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军国政府的对外扩张。① 

汤地以地方公务员的身份，及早地感知到国家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，并用弃官募捐近 20年 

的实际行动积极响应国家政策，可谓是 日本“行动右翼”的急先锋。并且，与玄洋社、黑龙会等多 

以结社示威、暗杀恐袭等激进暴力形式推动政府实现皇国理念和对外扩张的“行动右翼”不同，汤 

地以演讲、幻灯会 、油画展、军歌募集为主要内容的“文明爱国”行为受到了官方的高度肯定。汤 

地等“行动右翼”与著书立说为主的福泽谕吉等“思想右翼”一起，成为近代 日本民间的两股“战 

争右翼”势力，二者相辅相成、影响巨大。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，汤地并未在落成的“元寇纪念 

碑”上留下 自己的名字，而是将刻有 自己和妻子名字的石子放置在了基坛之下。② 日本人知者无 

不感念，其被称为“元寇狂”的背后，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，“护国”之苦心积虑可见一斑。甲午战争 

后不久③．汤地又面向儿童发起了向海军省献上“水雷艇幼年号”的募捐活动。虽因其去世最终并 

未实现 目标，但是源于福冈的“大 日本护国幼年会”(又名“一钱会”)很快遍及 日本各地④。总之， 

汤地的活动以其非暴力、灵活多样、深入广泛的宣传特点收到巨大成效 ，被今天的日本学者高度评 

价为“启蒙运动”。⑤ 明治早期军歌名作《元寇》正是汤地这一颇具特色的“行动右翼”的重要代表 

成果。 

军乐队员永井创作军歌《元寇》的主要目的在于借古喻今：“严防元军登陆、上下一心燃起‘敌 

国降服’之念，‘神风’吹起敌军败退的弘安四年的‘国难’，在与当时的大陆军国、以大海军国家 自 

豪的东洋大国清国的对立关系中，超越了六百年的时空成为双重影像。永井建子在明治二十五年 

这一时点上作词、作曲《军歌元寇》，正是这个原因。”⑥国难来袭、为国而战、护国之鬼、国家仇敌灭 

亡⋯⋯每段歌词中都出现的“国”字环环相扣，把 13本军民的国家主义、民族主义情绪一步步推向 

高潮。而“敌讨”一词更将 日本对清朝的侵略逻辑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，其扩张野心由此被赋予了正 

当性。军歌《元寇》成为 日本在甲午战争，以及其后多次对外侵略中进行战争动员，宣扬国家主义、 

民族主义的兴奋剂，影响深远，其歌碑至今竖立于福冈著名神社箱崎宫，与福冈东公园内的“龟山 

上皇铜像”(即“元寇纪念碑”)、“元寇史料馆”(前身为“元寇纪念馆”)等一起，承担着 日本政府的 

国家主义、民族主义教育重任。而时至今 日，也依旧可见 日本舆论将中国类 比为“元寇”的例子。 

如称亚投行是“国际金融的元寇”⑦，将前往钓鱼岛作业的中国渔船冠以“平成的元寇”等耸人听闻 

的称谓。⑧ 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“元寇”一词在 日本史学界多被“蒙古袭来”替代的今天，其再 

度活跃和扩大化使用体现出反华份子借“元寇”之名煽动民众情绪，引导、操控国内舆论对抗中国 

① 王向远：《日本右翼历史观批判研究》，“前言”，昆仑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5页。 

② 仲村久慈『渴地丈雄』、r序言j、11页。 

⑧ 太田弘毅提到献艇运动是汤地在“元寇纪念碑”落成后才发起(太田弘毅编著『元寇役 回颜』、230页)，实际二者时间多 

有重叠，前者开始于明治28年(1895)。见『近代 日本人 肖像r涝地丈雄J』(时间不详)、http：／／www．nd1．go．jp／portrait／datas／ 

214．html、国立国会因害馆、2018年 2月25日；以及仲村久慈『涝地丈雄』、195页。 

④ 仲村久慈『涝地丈雄』、195页。 

⑤ 太田弘毅r涝地丈雄 镬国教育——蒙古袭来史老通L 罄蒙连勤j、塾林会编l_垫林』第53巷 1号、2004年4月、83— 

108页。 

⑥ 八卷明彦r『元寇』 歌匕日清戟争J，太田弘毅『元寇役 回颜』、204页。 

⑦ 山下英次、焉测睦夫rAIIBI~国除金融 元寇加(抗 日戟胯利老掘 j中国)j、 y夕编『蜃史通』第37号(2015年 7月)、 

150一 l63页。 

⑧ 日本官民中不乏相关声音。可见前陆上 自卫队西部方面总监用田和仁的演讲稿『西南诸岛 防街』(2015年 7月 1日)、 

日本国防协会网站：http：／／www．kokuboukyoukai．jp／news--7Omotida．html，2018年2月24日；山田吉彦r大 TT'IJ：扫力、岛 、中 

国 中国 海洋造出『平成 元寇』 借之上J、r7、y夕编『Will(7 5-'7．1J一 ，L／)』、第123号(2015年 3月)、237_245页等。 

144 



谷惠萍 张雨轩 ／日本军队歌曲《元寇》与甲午战争日军精神动员 

的不良动机。故此，对于日本军歌和与其民族主义密切相关的历史话题“元寇”的动向①，学界应予 

以充分关注和警惕。 

[作者谷惠萍，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日语专业讲师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；张雨 

轩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] 

(责任编辑：王来特) 

《华中革命根据地婚姻习俗变迁研究》出版 

吴云峰著，黄山书社 2017年 l2月出版，3O万字，36元 

该书选取了华中革命根据地作为研究区域，考察了根据地创建之前该地区传统 

的婚姻习俗；研究了华中革命根据地的婚姻政策立法，包括婚姻 自由政策的渊源、根 

据地的婚姻政策和法令体系、婚姻新政的推行和特点等。作者分析 了华中革命根据 

地对传统婚礼的变革和新式婚姻的实践情况，论述了华中革命根据地 自由恋爱与婚 

姻 自由的 实行、对婚姻 陋俗的改造、婚 姻仪 式和妇女地位的 变化 。作者还研 究了新 

四军女兵的婚姻和根据地保护军婚的措施。婚姻 自由政策的推行也受到了种种因 

素的制约，革命、传统与性别之间存在激烈的博弈与互动。华中革命根据地对婚姻 

自由政策采取 了一系列的调适措施：将婚姻 自由政策与号召妇女参加生产运动、改 

善民生的实践相结合，发挥中上层女性在婚姻变革中的示范作用。作者认为：华中 

革命根据地婚姻新政的推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旧的制度，但婚姻风俗也有其 

保守性，婚俗变革与社会变革并不完全同步。 

该书运用江苏省档案馆、安徽省图书馆等处的有关档案，并参考了《中华抗战期 

刊丛编》中收录的华中根据地期刊，对相关史料进行了收集整理。在研究视角上，该 

书借鉴了“新革命史”的研究方法，将革命的婚姻政策与乡村婚姻习俗结合，不仅考 

察婚俗变革本身，而且关注变革背后的经济、社会原 因；既讲述了革命对习俗的冲 

击，也研究了婚俗对革命政策的制约。该书还运用了多学科交叉的方法，将历史学 

与社会学、人类学等结合，通过考察革命、传统与性别之间的复杂纠葛，为根据地社 

会生活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。(王来特) 

① 明治神宫外苑 自1989年以来每年举行两次千余人规模的军歌演奏会，有高中生建立了军歌网站(迁田真佐惠『日本 箪 

歌』、260、250页)；《环球时报》记者2017年初报道大阪一家右翼幼儿园利用军歌等推行军国主义教育之事(2017年2月18日，环 

球网国际新闻http：／／world．huanqiu．com／weinxingonghao／2017-02／10156288．html，2018年 3月 11日)。“元寇”题材文学近年也 

不断增多，如2001年大河剧《北务时宗》上映(原作为高桥克彦的小说《时宗》)，以及小说《青岚之谱》(2009年)、漫画《元寇舍战 

记》(2013年)、复刊的传记文学《汤地丈雄》(2015年)等。“元寇”题材文学相关研究可关注笔者后续论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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